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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  从动物考古学角度, 依照成本与收益模式, 根据猎物体型大小以及躲避猎捕的速

度等标准将水洞沟第 12 地点的动物划分为高回馈率的大型动物和低回馈率的小型慢速动

物以及小型快速动物三类, 利用 Simpson 指数对三种类型动物数量分布的均衡度进行检

测, 发现第 12 地点远古人类对三类猎物的选择倾向性较低, 即肉食食谱的均衡度较  高. 

与Stiner的研究结果对比显示, 第 12地点的均衡度变化应该不是气候改变造成, 而可能是

肉食广谱革命的结果. 与西亚地区的 Natufian 中石器文化相关数据的详细对比, 则进一步

证明了这一结论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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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世纪 60 年代末, Binford[1]和 Flannery[2]提出了

广谱革命的概念, 他们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之前出现一

个阶段, 这一时期狩猎采集人群的食谱变得宽泛, 增

加了新要素, 因而提高了更新世之末冷暖多变的环境

对人类的负载能力. 概念的提出主要依据 12~8 ka BP

欧洲中高纬度地区远古人类狩猎和食物加工方式的

巨大变化, 出现了对植物种子研磨以及对小动物的

利用等行为. 此后, Bar-Yosef 和 Meadow[3]根据储藏

设施、保存的植物遗存等, 论证了西亚新旧石器过渡

期间人们对植物遗存利用的变化. Wringht[4]根据西南

亚遗址出土的磨制工具, 认为植物尤其是坚果和大

种子植物是这一时期生计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. 崔

天兴[5]和 Unger-Hamilton[6]则认为 Natufian 中石器时

代的石刀是用来收割农作物的. 上述证据主要从植

物性要素增加的角度证明了更新世末全新世初欧洲

及西亚、西南亚地区的广谱革命; Stiner 和 Munro[7]

则另辟蹊径, 对地中海 Levant 南部遗址出土的动物

骨骼进行了研究, 为这一地区广谱革命的发生提供

了系统的动物考古学证据, 并为世界其他地区广谱

革命事件的确认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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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洞沟第 12 地点的年代在 10 ka BP 左右, 也出

土了类似的间接证据——石磨盘、石磨棒和石杵[8], 

暗示了这一时期存在对植物种子进行捣碎和研磨的

行为, 而可镶嵌石叶成为复合工具的刻槽骨器则也

可能是被当作石刀收割植物的用具. 磨制石器和复

合工具在年代较早的水洞沟第 1, 2, 7和 8地点均未发

现, 从器物组合上分析, 水洞沟第 12 地点的古人类

可能已经拓宽植物性食谱, 因为利用研磨等方式对

食物进行加工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, 在食物较

为充裕的条件下古人类不会选择这样的资源[9]. 虽然

在距离第 12 地点不远、年代较早的水洞沟第 2 地点

也发现了古人类利用植物种子的证据, 但是后者的

器物组合中未见石磨盘、石磨棒和石杵, 仅见残留着

禾本科植物种子淀粉粒的打制石器[9], 这意味着水洞

沟第 12 地点的远古人类可能对植物种子进行了更有

效的加工, 从加工器具上讲, 已经起码具有了向原始

农业过渡的要素. 那么从动物资源的利用上看, 水洞

沟第 12 地点又具有怎样的特性呢? 对该遗址出土动

物骨骼进行系统研究和对比, 将对探讨中国晚更新

世末全新世初是否发生了广谱革命提供重要的线索.  

1  材料 

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东南 28 km

处, 行政区划属灵武市临河乡, 平均海拔约 1200 m, 

地处银川盆地东部边缘、毛乌素沙地西缘. 水洞沟遗

址第 12 地点位于边沟河下游“春旺砖厂”附近, 在水洞

沟第 1 地点以北约 4 km处, 地理坐标为 38°19′40.0″N, 

106°29′49.0″E. 这一区域内共发育了 6 级阶地 , 

SDG12 号地点和其他遗址都埋藏于 T2 地层中. 该地

点 2005 年夏发现, 2007 年发掘, 文化层中出土了大

量石制品、骨制品和动物碎骨[10]. 石制品包括细石

核、细石叶、刮削器、局部磨光的石器、石磨盘、石

磨棒和石杵等; 骨制品包括制作精美的骨锥、骨针和

可镶嵌石叶、有刻槽的复合骨制工具等[8]. 出土动物

骨骼万余件 , 所属动物包括 : 兔 (Lepus sp.), 狗獾

(Meles meles), 小野猫(Felis microtus), 鹿(Cervidae), 

普氏羚羊(Procapra przewalskyi), 野猪(Sus sp.), 普氏

野马 (Equus przewalskyi), 水牛 (Bubalus sp.)以及鸟

类、爬行类和啮齿类.  

研究者根据堆积物分布和组成推测水洞沟第 12

地点的遗物为原地埋藏, 略经流水的改造[10], 痕迹观

察也显示, 动物骨骼表面未见流水磨蚀以及搬运过

程中形成的摩擦痕迹, 因此这些骨骼应该不是流水

聚集的. 该地点仅发现两件具有食肉动物咬痕的动

物骨骼, 比例为 0.1%, 远远低于食肉类聚集的动物

骨骼组合比例(82%~15%)[11]; 具有啮齿类啮咬痕迹

的标本也仅出土两件, 比例为 0.1%, 远远低于啮齿

类洞穴中具有磨牙痕迹的标本比例(22%~100%)[12], 

据此可以排除是食肉类和啮齿类将动物骨骼带入遗

址的. 此外, 有 5.1%(92 件标本)的动物骨骼表面存在

人工切割痕, 这一比例看似较低, 但对于古人类聚集

的动物群而言, 在欧洲、非洲的遗址中这一数值大多

低于 5%[13,14]; 在中国, 经过系统埋藏学观察的灵井

动物骨骼组合(旧石器时代中期)以及马鞍山遗址上文

化层(旧石器时代晚期)和下文化层(旧石器时代中期)

动物骨骼组合的切割痕迹出现比例分别为 13%[15], 

4.74%和 13.17%[16]. 因此, 水洞沟第 12 地点动物骨

骼组合看似较低的切割痕比例不能排除这一动物骨

骼组合应该是人类聚集的, 结合与动物骨骼共出的

上万件石制品、大量骨器以及用火证据, 我们认为该

处应该是远古人类生活的遗迹.  

2  水洞沟第 12 地点的动物种属分布 

生态学设想生物觅食遵循两大原则, 最高效地

摄食和保证成功繁殖. 在这个前提下, 一种食物是否

被获取并不取决于它在环境中的丰富性, 而是以觅

食效率的指标即回馈率来衡量. 回馈率一般以觅食

者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的卡路里计算, 觅食者总是追

求回馈率最大化的目标, 即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多

的食物, 这就是最佳觅食理论(optimal foraging theory)

的原理[17]. 譬如, 大型动物较难猎捕, 但是其营养物

质产出量较高, 相对来讲就具有较高的回馈率; 而那

些体型较小、逃逸速度较快的动物(如兔和鸟类等)则

既难猎捕又难处理, 而且获得的营养物质又较少, 其

回馈率相应的也就很低. 猎食者如果能比较容易地

猎取到回馈率较高的猎物, 他们就会选择放弃低回

馈率的猎物. 而当高回馈率的猎物资源相对变少, 狩

猎者对猎物的关注范围就会扩大, 食谱中低回馈率

的猎物比例即会增加, 继而造成了更多样化或者更

均衡的食谱. 考古研究中被复原的肉食食谱往往采

用林奈的分类系统来表示, 种和属是最常用的分类

单元, 因此, 衡量上述变化看似最直接的动物考古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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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即食谱中是否出现更多的种属或者各种属的组

成比例是否出现均衡性[7].  

水洞沟第 12地点出土动物骨骼可归为 11 个种属, 

而同一地区年代稍早的水洞沟第 2地点和第 7地点则

均为 7 个种属, 说明水洞沟地区稍晚阶段远古人类的

肉食食谱中确实出现了新的种属, 那么其分布的均衡

性如何呢? 第 12 地点可鉴定到种属与部位的动物骨

骼 1821 件; 属于兔的骨骼 1045 件、狗獾 103 件、小

野猫 2 件、鹿 19 件、普氏羚羊 404 件、野猪 5 件、普

氏野马 52 件、水牛 124 件、鸟类 53 件、爬行类 1 件, 

其他小哺乳类 13 件; 其中兔子的骨骼数量占优势, 

比例为 57.39%; 普氏羚羊的骨骼数量居其次, 比例

为 22.19%; 其他动物骨骼数量的比例均小于 10%(图

1). 这样的比例分布是否均衡呢? Simpson 指数[18,19]

能够对动物种属分布的均衡度进行数量化的检测 . 

公式为 1/∑(pi)2, 其中 p 代表该动物骨骼组合中每种

猎物的 NISP 占 NISP 总量的比例, i 代表这一动物骨

骼组合中种属的数量. 当指数值最大达到 i 时, 种属

分布最均衡; 指数值最小为 1, 此时种属分布最不均

衡, 所有数值集中分布在一个种属上. 种属的均衡度

检测旨在揭示猎人是否会主要猎取他们偏爱的猎物, 

而忽略另外一些猎物, 或者当时空变化后, 这种偏爱

是否会发生改变, 那些以前从未或者偶尔被捕猎的

猎物是否会成为食谱中占据一定比例的组成部分 . 

水洞沟第 12 地点动物骨骼组合的 Simpson 指数值为

3.05(分布最平均时数值为 11), 要低于年代稍早同属

水洞沟遗址的第 7 地点的数值 4.85(分布最平均时数

值为 7), 即水洞沟第 12 地点各种属分布的均衡度低

于第 7 地点, 如上所述, 衡量肉食广谱革命看似最直

接的动物考古学证据之一就是食谱中各种属的组成

比例出现均衡性趋势, 那么这一结果是不是说明时

代处于晚更新世末全新世初的第 12 地点未发生肉食

的广谱革命呢?  

上述方法实质上是对古人类猎物选择均衡度的

量化, 数据对比针对的不是具体种属的多少, 而是选

择行为的变化. 所以可以暂时抛开时空的不同以及

种属的差异, 将水洞沟第 12 地点动物骨骼组合与现

有的可对比数据进行对比研究, 以探讨该遗址远古

人类猎食行为的特性. Stiner 等[7]对地中海地区属于

北部以色列(200~11 ka BP)、意大利西海岸(110~9 ka 

BP)和土耳其中南海岸(41~17 ka BP)的 32 个遗址动

物种属分布的均衡度进行了检验, 发现随着时间的

变化, 诸遗址动物种属分布的均衡度并无明显的规

律性变化. 究其原因, 她认为林奈的方法虽然在生物

分类上非常强大, 能够为动物命名, 可以指出不同物

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, 却不适用于人类行为的研究, 

因为人类捕猎追求的是觅食效率即回馈率, 而并不

必遵循猎物的生物学分类. 根据林奈的原则, 很多在

分类上差异很大的动物在躲避捕猎的行为上却比较相

似, 其处理成本(handling cost)也类似, 如野兔和鹧鸪在

分类上属于不同的纲, 但其体型大小和肉量相当, 躲

避危险的速度相似, 因此其捕猎成本和处理成本基本

相同. 由于远古人类捕猎并不受生物学分类束缚, 其

变化也就很难敏感地表现在种属均衡度的变化上[7].  

所以, 林奈体系下复原的食谱中出现更多的种

属或者各种属分布的相对均衡并不能像想象中那么

简单而直接地对肉食广谱革命进行证明[7]. 水洞沟第

12 地点、第 7 地点的数据点均与同时期地中海地区

某些遗址动物种属分布均衡度的数值分布几乎重合

(图 2), 说明其种属均衡度分布与地中海地区相比并 

 

 

图 1  水洞沟第 12 地点出土动物骨骼可鉴定标本数的分布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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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明显差异, 二者的均衡度对比也不能为该地区是

否发生了肉食广谱革命做出解答.  

3  水洞沟第 12 地点动物群新分类 

由于林奈的生物分类学方法对人类选择猎物行

为及其变化的反应缺乏一定的敏感性, Stiner 等[7]用

成本与收益模式, 根据猎物的体型大小、躲避猎捕的

速度等标准将它们划分为高回馈率(大型动物)和低

回馈率动物(小型动物), 并进而依据生殖特点及躲避

捕猎能力将小型动物进一步划分为两类: 行动较快

和行动较慢的动物. 在新的分类系统下, 上述 32 个

遗址的 Simpson 指数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(图 3), 

在 10 ka 左右环境暖湿时期大部分遗址三类动物的均

衡度值相对较高, 甚至达到最高, 表明在气候环境较

为适宜的情况下, 远古人类对回馈率较低的猎物进

行一定程度的开发[7,20],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主要与此

时人口激增导致资源相对减少有关[20~22].  

依据该分类, 在水洞沟第 12 地点属于高回馈率

的大型有蹄类动物包括鹿、普氏羚羊、野猪、普氏野 
 

 

图 2  水洞沟(SDG)与地中海地区诸遗址动物种属均衡度分

布的对比图 

 

图 3  水洞沟与地中海地区诸遗址的对比图 
数据点为大型动物、行动较快小型动物和行动较慢小型动物的均衡

度指数值 

马和水牛, 属于低回馈率行动较快的动物包括兔和

鸟类, 未发现低回馈率行动慢的龟类和贝类等, 其

Simpson 指数值为 1.84, 在图上显示远远高于水洞沟

第 7 地点的数值, 说明其大型动物、行动较快小型动

物和行动较慢小型动物的比例分布要比第 7 地点平

均, 即第 12 地点远古人类对三类猎物的选择倾向性

降低, 从这种意义上讲, 其肉食食谱的均衡性增加. 

水洞沟第 12 地点年代为 10 ka, 处于更新世与全新世

的交界 , 孢粉分析显示在其堆积时期气候暖湿 [10]; 

而在第 7 地点地层堆积时期, 水洞沟地区植被覆盖度

低, 气温转冷干 [23]; 从理论上讲二者的均衡度变化

趋势与环境变化趋势相悖, 即环境变暖, 资源相对丰

富, 远古人类比较容易猎捕高回馈率的动物, 均衡度

应该变低, 而水洞沟第 12 地点的情况则与之相反. 

因此, 我们推测第 12 地点和第 7 地点三类动物分布

均衡度的差异应该与气候无关, 前者的均衡度指数

高于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表明在水洞沟第 12 地点

发生了肉食广谱革命.  

现阶段, 由于水洞沟地区出土大量动物骨骼的

地点并不多, 我们尚不能在该区域扩大时空范畴的

对比, 从而进一步对上述结论进行证明, 但与 Stiner

等[7]的研究结果对比显示, 水洞沟第 12 地点、第 7

地点的数据点均与同时期地中海地区某些遗址的数

值分布点几乎重合(图 3), 说明其均衡度分布特性与

趋势变化可能与地中海地区相比并无明显差异, 这

在一定程度上暗示水洞沟第 12 地点可能与地中海地

区同时代的遗址一样发生了肉食广谱革命.  

4  水洞沟第 12 地点的小型动物 

地中海地区从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段开始远古人类

就开始利用各种小型动物, Stiner 等[7]将这些小型动物

分为三类, 包括回馈率相对稍高的慢速动物, 如龟、贝

类等, 回馈率较低的快速奔跑型动物, 如兔等, 回馈率

较低的快速飞行动物, 如鸟等. 通过Simpson指数计算, 

Stiner 等[7]发现随着时间的转移, 地中海的远古人类对

这三种肉食资源的利用呈现越来越均衡的态势, 进一

步证明广谱革命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开始发生.  

然而, 对于水洞沟第 12 地点来讲, 按照上述分

类计算的 Simpson指数值很低, 仅为 1.1(最低值为 1), 

因为在该遗址尚未发现回馈率相对稍高的慢速动物, 

如龟、贝类等. 这是否为水洞沟第 12 地点发生了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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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广谱革命提供了反证呢? 这一问题需要从环境差

异的角度进行解答. 水洞沟遗址地处银川盆地东部

边缘、毛乌素沙地西缘, 植被稀疏, 雨水较少, 年均

温 8℃, 年降水量 200 mm, 属于荒漠草原环境[23], 而

中国的龟鳖类则生活在多水的区域, 在沿海地区其

种类和数量明显高于相邻内陆地区[24]; Stiner 等[7]研

究的 32 个遗址则均处于地中海地区, 接近水源, 有

利于龟鳖的繁育, 即使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大型动物

资源相对丰富, 该地远古人类也猎捕龟类, 因为它们

非常容易获得. 所以, 水洞沟第 12 地点未出土行动

缓慢的龟类、贝类等动物应该是该地区缺水因而缺乏

此类资源造成, 而并不是捕猎范围没有拓宽. 

水洞沟第 12 地点的食谱中虽然缺乏龟类、贝类

等行动缓慢小型动物, 由兔和鸟类组成的小型动物

所占数量和比例则不可小觑, 已达到 61.07%, 这一

比例与 Levant 地区的 Natufian 文化及其相似 . 

Natufian 文化是西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中石器时代

文化, 年代处于 12800~10200 BP 之间, 文化组成包

括细石器、磨制骨器、原始农业、装饰品、艺术和有

意识的埋葬等, 并被证明对资源进行了强化利用, 发

生了广谱革命[25]. Stiner等[7]对Hayonim洞穴Natufian

文化层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研究, 将动物组成划分为

有蹄类、食肉类和小动物三类, 发现 Natufian 五个文

化阶段小动物的组成比例基本都在 60%左右. 这一

结果与水洞沟第 12 地点极其相似, 而与第 7 地点相

比则大为不同, 后者小动物的比例仅占 13%(图 4). 

研究显示人口爆炸从西南亚向欧洲延伸了多次, 

遗址中鸟类骨骼数量的激增, 以及龟类骨骼的缩减

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口扩散的最早证据[20~22]. 对野

兔资源的大量开发则是人口爆增在稍后阶段的标志, 

这在伊比利亚、东欧、北欧以及北非都有体现[26~28]. 

例如, 在葡萄牙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很少猎捕野兔, 

晚期的人只猎捕一定量的野兔, 而到了中石器时代

被捕猎的野兔数量则激增[27]. 维基百科上记载兔子

6~7 个月性成熟, 怀孕期只有 30 天, 一年可产 9 窝, 

每窝可产 4~12 只幼兔, 也就是说一只母兔一个生育

季可以拥有 800 只后代. 所以, 兔子是非常成熟和稳

定的肉食资源, 晚更新世末全新世初考古遗址中兔

类骨骼的激增可能是远古人类应对人口暴增导致资

源匮乏的结果, 因而可以成为这一时期是否发生肉

食广谱革命的重要证据. 水洞沟第 12 地点兔类骨骼

所占比例为 52.72%, 远远高于年代稍早的第 7 地点

(12.07%).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为水洞沟第 12

地点发生了肉食广谱革命给予了证明.  

5  结论 

水洞沟第 12 地点大型动物、小型慢速动物以及

和小型快速动物的均衡度与年代稍早的水洞沟第 7

地点相比较高, 与同时期地中海地区诸遗址的均衡

度分布特性和变化趋势相比无明显差异, 而且能够

提供稳定肉食资源的兔类骨骼比例激增, 指示了这

一地区肉食广谱革命的发生. 水洞沟第 12 地点在文

化性质上与其年代稍早的水洞沟第 2地点和第 7地点

相比均有较大差异, 在后两个遗址中未发现细石器、

精致磨制骨器以及磨制石器. 水洞沟第 12 地点石磨

盘、磨棒和石杵的发现指示了一定规模的植物利用行

为存在, 这在一定意义上显示这一时期的远古居民

可能不仅仅拓宽了肉食食谱, 他们对植物性食物的

利用可能也更深入和广泛. 相关的残留物分析和植 

 

 

图 4  水洞沟与 Hayonim 洞穴 Nutufian 各文化阶段动物组成对比图 
HCNS 代表 Hayonim Cave Nutufian Serie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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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遗存研究尚在进行, 将由专业人员另行发表. 水洞沟

第 12 地点远古居民对肉食性和植物性资源利用的广谱

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一时期该地区人类与资源

的关系, 环境指标显示其变化应该不是气候改变造成, 

而可能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似, 这一阶段水洞沟地区

的人口也出现暴增的现象, 资源相对匮乏, 因此远古人

类开始较大规模地开发以前相对忽略的小型猎物资源

以及较为深度地加工植物资源, 发生了广谱革命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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